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庆典中的政治：
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与中国沦陷区

∗

谢　 任

内容提要　 １９４０ 年是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日本国内及其势力所及的东亚各地区均

举行了相应的庆贺活动，中国沦陷区也不例外。 从文本表述与具体实践两个层面来看，不
同沦陷区参与的程度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沦陷区内占领者与伪政

权之间政治互动的实态。 在日本直接统治地区发挥战争动员与刺激经济作用的纪元庆

典，在中国沦陷区则成为展示日伪关系的政治表演。
关键词　 日本　 纪元庆典　 东亚　 沦陷区　 伪政权

一、 引言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将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即位之年（公元前 ６６０ 年）定为“皇纪”元年，亦即

日本纪元元年。 １８７３ 年，明治政府又在太政官布告中规定每年的 ２ 月 １１ 日为纪元节，届时全国放

假，并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① 依照这一算法，１９４０ 年正是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 为庆贺这一“百
年一遇”的重大时刻，日本决定于该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１１ 日举行规模盛大的庆典活动（以下简称“纪元

庆典”）。 围绕这一纪念节日，日本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贺活动，各
殖民地、占领地也都被卷入其中。

关于纪元庆典的研究，日本方面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一）对庆典确立过程的研究，如古川隆

久《围绕纪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事业的政治过程》②；（二）对庆典具体内容的研究，如寺内直子《〈治
乱太平〉的回响：纪元二千六百年新作舞乐〈悠久〉与〈昭和乐〉》③；（三）对不同地区参与庆典情况

的研究，如仓真一《大阪枚方游乐园开办之日向博览会：纪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与地方·报社·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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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 ２０１９ 年度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也是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召开的“东亚战时动员的相

位———冲击与遗产”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
参见村上重良著，聂长振译《国家神道》，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２４ 页。
古川隆久「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事業をめぐる政治過程」、『史学雑誌』第 １０３ 巻第 ９ 号、１９９４ 年。
寺内直子「『治乱太平』の響き：紀元二千六百年新作舞楽《悠久》と《昭和楽》」、『東洋音楽研究』第 ８１ 号、２０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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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①；（四）对庆典中重要人物的研究，如西尾林太郎《贵族院议员阪谷芳郎与“纪元二千六百

年”奉祝事业》。② 整体而言，日方关注的主题有逐步细化的趋势，研究范围多限于日本国内，对日

本以外的情形鲜有论述。 台湾学者蔡锦堂以古川隆久的专著《皇纪·万博·奥林匹克》③为基础，
详细梳理了纪元庆典期间日本与台湾地区的相关活动，并揭示了其间民众生活的艰辛。 作者指出：
“行政当局利用纪元二千六百年此一机会，试图展开令〔另〕一波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但却又交

织纠葛着人民生活物质与经济遭受统制的战争非常时局的矛盾情境。”④肯尼斯·鲁夫（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
Ｒｕｏｆｆ）则将研究视野从日本国内延伸到朝鲜、中国东北等地区。 通过对庆典前后日本人“圣地观

光”以及与之相关的消费主义的研究，鲁夫质疑了 １９４０ 年的日本处于“黑暗年代”的流行说法。 在

他看来，此时的日本没有走向衰弱，而恰恰处于近代性的顶峰。⑤ 蔡锦堂与鲁夫的研究范围与论点

并不相同，但他们的关注点则是一致的，即纪元庆典中所折射的战争动员与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的

关联问题。
然而，以上研究均未关注到全面抗战以后中国沦陷区参与纪元庆典的情形。 不同于台湾和朝

鲜直接受到日本的统治，也不同于中国东北地区已被日本经营多年，沦陷区虽处于日军的占领之

下，但毕竟还存在着伪政权这种特殊的政治组织。 那么，中国沦陷区是如何因应日本纪元庆典的？
与日本国内及其殖民地相比，又有何异同？ 本文首先分析时人对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的认识与理

解，其次考察不同沦陷地区参与纪元庆典的具体行动，最后通过对比日本统治的其他地区揭示中国

沦陷区参与纪元庆典的特殊性所在。

二、 被表述的“二千六百年”

最早记述日本第一代天皇事迹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是充满神话色彩的书籍，其中的信息

自非确切无疑的史实。 然而对近代日本来说，这并不重要。 黄东兰指出：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天

皇制意识形态的确立，民族—国家叙事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关于大和王朝起源的神话传说，
以及江户时代具有神话色彩的国学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以天皇谱系为中心的皇国史观”。⑥ 在纪元

庆典中，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表述，都严格遵循着这一“以天皇谱系为中心的皇国史观”。
纪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记录委员会是设置于日本内阁的重要机关，专门负责整理、记录纪元庆典

的筹备与具体活动等事宜。 在《纪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之意义》一文中，该委员会对纪元庆典的意义

进行了非常全面的阐述。 开篇首句该委员会便说：“充满光辉的纪元二千六百年实表现我悠久之

国运。”⑦而这“悠久之国运”则以“万世一系”的皇室为中心。 因此，文章反复强调纪元庆典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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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真一「大阪の枚方遊園で開催された日向博覧会：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と地方·新聞社·鉄道会社」、『宮崎公立大学

人文学部紀要』第 １９ 巻第 １ 号、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西尾林太郎「貴族院議員·阪谷芳郎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事業」、『愛知淑徳大学論集·交流文化学部篇』第 ８ 号、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古川隆久『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中央公論社、１９９８ 年。
蔡锦堂：《“纪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与台湾》，台北《师大台湾史学报》第 １ 期，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第 ８３ 页。
ケネス·ルオフ（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 Ｒｕｏｆｆ）著、木村剛久訳『紀元二千六百年：消費と観光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朝日新聞出版、

２０１０ 年。
黄东兰：《儒学叙事下的中国史———以明治时期日本的汉文中国史著作为中心》，朱庆葆、孙江主编：《新学衡》第 １ 辑，南

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９７ 页。
「第一輯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ノ意義」、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Ａ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００、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

記録·第 １ 冊、９ 頁（国立公文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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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简单的庆贺仪式，而是为了“尊崇国体”，从而“显扬惟神之道”。① “国体”一词在战争时期的日

本受到特别的重视，它可以理解为“以众神之后绵延不绝、万世一系的天皇家系为中心，并以天皇

家系为信仰核心的概念”。② 在“尊崇国体”的前提下，官方对于日本二千六百年的阐述自然是完

全统一于“皇国史观”之下，而那些非官方的表述也同样受到严格的束缚。
纪元庆典前后，日本方面的不同组织或个人撰写了不少日本历史的著作，并翻译成中文传到中

国。 不仅如此，中国沦陷区内也有类似的举措。③ 其中，大川周明的著作最受关注。 大川是日本极

端民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 １９１１ 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毕业，后在满铁任职 １０ 余

年。 其间，他先后创建右翼团体犹存社、行地社、神武会。 对内主张军部法西斯主义独裁，对外鼓吹

大亚细亚主义。④ 战后他是甲级战犯之一，战时则为声名显赫的学者与作家。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５ 日，他
的《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由东京第一书房初版初印，短短半年内，第一书房就连续加印 １８ 次，共
２１􀆰 ７ 万册。 其在日本受欢迎程度之深与接受范围之广便可以想见。⑤ 就在该书出版的同一年，中
国的南北两地也分别对该书进行了翻译。 南方有上海的《兴建月刊》和《政治月刊》连载该书的中

文版⑥，全部译出共耗时四五百日⑦，随即于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由政治月刊社以“政治丛刊第五种”的形

式推出单行本。 北方则有北平的《新民周刊》自 １９３９ 年第 ４０ 期起开始连载中译版。⑧ 可见，此书

不仅在日本被广泛接受，在中国的沦陷区同样有其传播的渠道。 因此，本文将以大川周明的著作作

为分析纪元庆典时期日本精神形态的重要文本。
按照大川的表述，日本的历史观优越于古希腊，它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并将之比拟为“生命之

流”。⑨ 这种比拟不仅是文学性的，更是一种具有历史与现实指涉的修辞。 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

比，日本皇室具有“万世一系”的鲜明特征，如历史悠久而未曾断绝的“生命之流”。 这是其他国家

均不具备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可思议的事”。 另一方面，在古代的亚洲，作为“文明国”的中国

与印度皆比日本先进，而日本则在坚守本国发展方向的同时，吸收中国的儒教文化与印度的佛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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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輯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ノ意義」、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Ａ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００、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

記録·第 １ 冊、２７ 頁（国立公文書館）。
鹤见俊辅著，邱振瑞译：《战争时期日本人精神史（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四川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３８ 页。
日本方面，大川周明著有《日本二千六百年史》 （第一書房、１９３９ 年），后由雷鸣译出，先后连载于上海的《兴建月刊》和

《政治月刊》，１９４１ 年由政治月刊社出版单行本。 《兴建月刊》是日伪组织“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机关刊物，而“兴建本部”则是在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的指示下由袁殊等人创立的。 后该伪组织与汪伪政府发生矛盾，于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撤销，《兴

建月刊》随之解体，连载转到《政治月刊》继续进行。 关于“兴亚建国运动”，参见罗君强《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

实》，黄美真编著：《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５０—５１ 页。 《政治月刊》亦属日伪杂志，参见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编写组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４８３ 页。 另外，大阪每日

新闻社亦向全日本征集书稿，最终选定藤谷操所著《日本二千六百年史》，并在日本出版发行。 １９４０ 年，武田胜雄将其翻译成中文

由中华法令编印馆出版。 此外，１９４１ 年，补庐等编译的《日本综合二千六百年史》由国立编译馆出版；１９４１ 年，“日本纪元二千六百

年满洲帝国庆祝委员会”制作并发行《日本史概观》（非卖品）；１９４２ 年，菊池宽著，邵士荫译《日本史话》（又名《日本二千六百年史

抄》）由春明服务社出版。
靳文翰等主编：《世界历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２２ 页。
大川周明『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第一書房、１９４０ 年）第 １ 版第 ２０ 刷（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１ 日）版权页的前 １ 页注有 １９３９ 年的历

次印刷情况。
大川周明著，雷鸣译：《日本二千六百年史》，“译序”，政治月刊社 １９４１ 年版，第 ３ 页。
范青：《介绍〈日本二千六百年史〉》，《政治月刊》第 ２ 卷第 ５ 期，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第 １３８ 页。
绍良：《〈日本二千六百年史〉序》，《新民周刊》第 ４０ 期，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第 １６ 页。 《新民周刊》为“新民会”机关刊物，１９３８

年 ４ 月创刊于北平。 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 ６８１ 页。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ノ意義』一文也将日本的二千六百年称作“上下一贯、脉脉不断的大生命之流动”。 参见「第一輯　 紀

元二千六百年奉祝ノ意義」、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Ａ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００、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録·第 １ 冊、１５ 頁（国

立公文書館）。



谢任 ／ 庆典中的政治：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与中国沦陷区

化。 如今，中国与印度均已“堕落”，只有日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方向。 进一步而言，日本的现在与

未来将给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亚洲各国导以方向。 导示他物以方向，正是伟大的体现。 以此认识

为基准，大川开始对日本 ２６００ 年间的历史展开论述。 除一般史实性的陈述外，大川在行文中尤其

突出了日本遭遇的诸多困难，以及在此困难面前日本人之坚毅顽强，最终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历

史。 循此表述，该书末章“世界维新潮流中之日本”回顾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遭遇的种种挑战与困

难，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内危机。 大川认为，日本国内的危机在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中获得了转机，及
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更使日本登上了 ２６００ 年来未有的“伟大之舞台”。 大川坚信：“东亚新秩序

之确立，不久即将成为全亚洲复兴之鹄的。 全亚洲之复兴，亦即是世界维新之实现。”①

大川对日本历史的表述与同时期的其他通史类著作具有相当的一致性。② 为纪念日本纪元二

千六百年，《大阪每日新闻》向全国“无名的作家”征求一部“完全以日本国民的热情，观察民族生活

的发展痕迹，要以全身的生命力而著作成”的历史书，最终选定“献身教育笃学而热心的一位女

士”，即藤谷操所著的《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中译本与大川周明所著同名）。③ 藤谷认为，具有 ２６００
年历史的日本国最值得夸耀的地方有两点：第一，以“万国无比的万世一系的皇室为中心”，大和民

族总是处在顺利的发展中，即使遇到危机也能打开一条血路。 第二，日本既不侵略他国，也不被他

国侵略，而是“像一个大家族似的国家”发展壮大起来。 这就牵涉到了日本在中国已经持续数年的

战争的合理性问题，对此，藤谷解释道：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并不是为了割地赔款，而是要驱逐“赤
俄”，排击英法，将中国“由抗日的迷梦里救出来，使之脱掉欧美各国的殖民地似的现状，与日、满、
华各民族一致携手建设东亚新秩序，要向确立永远的和平上迈进去”。④ 总之，在上述表述中，日本

２６００ 年的历史是以万世一系的皇室为中心的，“万古不易之国体”也必须受到尊崇。⑤ 这在神化日

本历史的同时也美化了近代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和扩张。
实际上，日本的起源神话与时下相隔久远，二者分属不同的记忆类型。 扬·阿斯曼 （ Ｊａｎ

Ａｓｓｍａｎｎ）将二者分别定义为“文化记忆”与“交际记忆”。 他指出：文化记忆是起源时期的信息，交
际记忆则是新近的关于过去的信息，二者在内容、形式、编码、存储、时间结构以及承载者等方面有

着根本的区别。⑥ 起源神话与时下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隔，但在上述关于日本的历史表述中，更为

作者强调的是，二者有着高度统一的核心：天皇是日本的中心，万世一系的皇室亦将永远作为日本

的中心而存在。 在这里，被表述的二千六百年已经超越了阿斯曼的分析范围，它们更多地服从于政

治与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失去了记忆本应具有的主体性与多元性。
沦陷区内日本人的相关表述如上，中国人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大川所著《日本二千六百年史》

的中文版译者为雷鸣。 雷鸣自述，在抗战之初，他以为日本会在一年内自然崩溃，故而支持抗战；但
战争爆发已近四年，结果却并非如此，因而转向“和平运动”。 而要保证真正永久的和平，就必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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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大川周明：《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第 １４、７、１９４—１９８ 页。
同在中国出版的日本通史类著作还有前述菊池宽《日本史话》（又名《日本二千六百年史抄》）；《日本史概观》；补庐等编

译：《日本综合二千六百年史》。 因资料所限，笔者未能将日本方面的全部同类著作列出，但上列各书既能被引入中国，其影响力与

代表性也能够支撑本文的论述。 谨此说明。
藤谷操著，武田胜雄译：《日本二千六百年史》，“大阪每日新闻社原序”，第 ３ 页。
藤谷操：《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第 １８８—１８９ 页。
「第一輯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ノ意義」、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Ａ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００、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

記録·第 １ 冊、１１ 頁（国立公文書館）。
扬·阿斯曼（Ｊａｎ Ａｓｓｍａｎｎ）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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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对方的历史与文化。 在此思想指导之下，他翻译了大川的这一著作。① 诚然，译者真正的用意现

在已经无法辨明，但至少在公开的表述中，“和平”（而非日本的历史）才是他最为看重的。 退一步

说，即使雷鸣并非真的持此观点，至少也可说明，在他看来“和平”最可能迎合沦陷区读者的心理。
通过大川的著作了解日本的历史则是谋求“和平”的途径与手段。

汪精卫亦为纪元庆典发表了祝词。 祝词中，他赞美了日本两个方面的特点：日本的皇室万世一

系，日本的政策“根据八纮一宇之格言”。 在他的表述中，“八纮一宇”等同于中国的天下一家，也就

是孙中山所设想的大同世界。 因此，汪精卫表示要以日本为榜样，努力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分担

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进而共谋世界之和平。② 值得注意的是，汪将“八纮一宇”视为中国的

文化主张乃至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从而在赞颂日本的同时突出了自身的主体地位。 正如他在祝词

结尾所宣称的，其首要目标是实现中国的独立与自由（至于如何实现、能否实现则是另一问题），其
次才是参与到日本的癫狂与妄想之中。

回顾以上表述可以发现，日本对二千六百年的表述绝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简单叙述。 它以皇室

为中心，同时容纳了过去、现在与未来。③ 它使所有的日本臣民都被束缚在“尊崇国体”的名义之

下，成为失去主体性而仅作为臣民之一员的存在。 战争时期，这种表述具有无可争议的正当性与权

威性，“以‘现人神’———天皇的无谬性为中心所建构出的国体观念”被灌输到日本人的思想深处，
而悖逆者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惩处。④ 沦陷区内中国人的回应则存在着微妙而不容忽视的不同，单
做文本的分析或许会有“过度阐释”的嫌疑。 因此，下文将围绕日本纪元庆典期间各沦陷区的具体

应对展开论述，从而发掘沦陷区内日伪双方政治互动的实态。

三、 沦陷区的纪元庆典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日本首都东京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纪元庆典。 为表示隆重，日本还邀请了

世界各地的代表参与庆典。 其中，中国沦陷区就组织了一个百人代表团前往祝贺。⑤ 如果说派出

代表团前往道贺还可以说是“外交礼仪”的话，那么沦陷区内关于纪元庆典的活动则更能直接地展

现出占领者与伪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互动实态。
上海是日本人在中国的主要集聚地之一，在日本国内举行庆典的两日间，这里的庆贺活动也同

时举行。 据一位旁观者描述，１１ 月 １０ 日这天，所有日本的机关团体商店等一律悬旗休业，上海神

社、虹口公园等地亦纷纷举行了各式庆祝仪式。 仪式完毕后便是游行大会，游行之中，有军队维持

秩序，游行前列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及工部局的武装开道车。 游行队伍中有上海神社的神职人员，亦
有一般的日本侨民，此外还有乐队和神舆等。 他们高呼万岁浩荡前行，极其热闹。 １１ 日，白天为运

动大会，晚上则为提灯游行大会。 两日间的庆典活动虽然使人疲劳，但在新闻撰稿人高勋看来，它
“不特表示出一般日本国民的爱国心理，并且十足显示着勇猛前进的精神”。⑥ 不仅如此，这种强调

时间上的同时性———国外庆祝活动与国内同时举行———的做法，还消弭了空间上的距离感，甚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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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大川周明：《日本二千六百年史》，“译序”，第 １—３ 页。
《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汪院长祝词》（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外交公报》第 １７ 期，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第 １４ 页。
参见「第一輯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ノ意義」、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Ａ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００、紀元二千六百年

祝典記録·第 １ 冊、９ 頁（国立公文書館）。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人精神史（１９３１—１９４５）》，第 ４５—４９ 页。
（汪伪）外交部参事室：《中国外交年鉴》，三通书局 １９４１ 年版，第 ８７—８８ 页。
高勋：《奉祝二千六百年典礼在上海》，《上海民众》第 １ 卷第 １ 期，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第 ５９—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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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时刻忘记自己身在异国他乡。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描述只涉及日本人的活动。 根据日方的记录，１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时，汪伪

政权方面的“要人”参加了日本方面在上海神社举行的奉祝仪式，但并没有中国民众参与的记录，
且在众多活动中汪伪仅参与了这一礼节性仪式。① 汪伪政府中央社在报道上海的纪元庆典时，同
样称“情形至为热烈”，但亦未提到有中国民众加入庆典之列，而仅说这是“日军民”的行为。② 当

然，上海市伪政府自不能无所表示，但未组织民众参与庆典则应是实情。 雷鸣于此前后正在上海。
按照前述分析，雷鸣在公开的表述中并不关注庆典本身，更别说参与到庆典之中，他只是想通过了

解日本的历史寻求中日和平的可能。 问题是，这样的表述能在何种程度上落实到政治实践之中，又
是否能同等程度地在沦陷区的亲日投日者中存在呢？

苏州是沦陷时期的伪江苏省省政府所在地。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日本驻苏州部队为庆祝纪元

节的到来，特设盛大酒宴，于是伪政府的省长、厅长和处长们纷纷“联袂趋祝”，伪绥靖司令亦率员

往贺。③ 在此次庆贺活动中，伪政府的举措大体与上海相当，并未将苏州市民拉入庆贺活动之中。
但到了 １１ 月 １０ 日正式的纪元庆典时，苏州的情形便不同了。 在苏州的报道中，中日两国为兄弟之

邦，“本睦邻修好之旨，双方有喜同庆，有患同当。 则日本有事，中国应予庆祝；而中国有事，日本亦

应予庆祝。 故此届日本庆祝，我人应予热烈同情”。 这里所说的“同情”绝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伪省

政府的主要官员以及部分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都参与到庆典活动之中。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时，日
伪双方各要员集会于日军在苏州最高部队所在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典礼。④ 仪式完成之后，日本

方面便开始持旗游行，当天晚上又举行了提灯游行。 需要注意的是，报道中明确了游行的成员确实

只是日本人，并无中国人加入。 此外，１０ 日晚上的苏州电台还进行了多个节目的广播，包括庆典歌

曲、“省主席”高冠吾致祝词、中日小学生的演唱等。 次日，苏州城内各街道张灯结彩，金门城外与

草桥运动场又分别举行了燃放焰火的表演。 不仅如此，伪省政府之下的伪县政府还通令各机关团

体以至辖区内的各商店，在纪元庆典之日均须悬挂日旗以示庆贺。⑤

可以说，苏州的伪政府乃至整个城市都或多或少地被纳入到纪元庆典的体系之中。 在庆典的

集会上，当日本方面举行敬礼、升国旗唱国歌、遥拜宫城、默祷、三呼万岁、大诏捧读等仪式时，无论

在场的中国人是否愿意，他们都必须作为仪式中的一员而默默存在。 官员如此，城市亦然。 与上海

庆典期间仅有日本方面的机关团体悬旗志庆不同，苏州整座城市的主要街道都被布置起来。 可见，
苏州参与日本纪元庆典的程度是高于上海的。 作为伪浙江省政府的驻地，杭州的情形与苏州大体

相当。 在 ２ 月的纪元节中，伪省、市长官及伪大民会数十人参与了日本占领者的庆贺活动，但没有

平民参与庆祝大会或游行等活动。⑥ 而到了 １１ 月的纪元庆典中，则有“中日军、官、民”共同参与。
除庆祝仪式外，并有游艺会、广播、焰火大会等庆贺活动，“情况热烈，颇极一时之盛”。⑦

相较而言，“行政级别”略低的无锡则有更积极的表现。 在 ２ 月的纪元节中，驻无锡的日军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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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第十二輯　 奉祝行事　 第六編　 其ノ他内外各地ニ於ケル行事　 第三章　 海外」、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Ａ１０１１００１９４００、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録·第 １３ 冊、３４４ 頁（国立公文書館）。

《京沪日军民庆祝开国纪念》，《南京新报》，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第 １ 张第 １ 版。
《驻苏友军司令官式辞　 中日提携复兴东亚　 警备队昨日特设盛大祝宴　 省军政长官率僚属纷往祝贺》，《苏州新报》，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第 ２ 版。
《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　 苏省垣热烈举行　 中日为兄弟之邦　 有喜应同庆》，《南京新报》，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第 ２ 张第 １ 版。
《明日日本纪元纪念　 各界热烈庆祝　 高主席机关长作播音演讲》，《苏州新报》，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第 ５ 版。
《日本开国纪念昨举行隆重典礼　 中日各机关团体热烈参加》，《杭州新报》，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第 ５ 版。
《昨为日本纪元盛典　 杭市举行庆祝大会　 中日官民均参加情况热烈》，《杭州新报》，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第 １ 张第 ３ 版。

另参见「軍官民合同杭州の奉祝」、『大阪朝日新聞』（北支版）、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第 ５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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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官特意举行“中日军官民祝贺会宴”。 庆贺活动由日本的特务班和伪无锡县公署共同筹备，并经

日本人布置。 “嘉会堂上，国旗飘扬，红白布幔围挂四周，警卫森严。 天虽微雨，而参加各界人士跻

跻跄跄，鱼贯而入礼堂。 多寿楼前并由男女工人千余名，颇极一时盛况”。 此外，大民会青年团还

专门派遣宣传队到各乡宣传日本的纪元节，并张贴标语、发放传单。① 可以说，与苏州、杭州伪省政

府在纪元节中的表现相比，无锡伪县政府已经揭去了最后的遮羞布，完全沦为占领者的办事员与传

声筒。
这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山西运城。 根据《山西通讯》的说法，运城在纪元庆典中的表现可谓是

“全体官民联合总动员”。 与日本国内的庆典仪式一样，上海、苏州的庆贺活动都安排在 １１ 月 １０、
１１ 两日，而运城的伪政府似犹嫌不足，竟安排了从 １１ 月 ９ 日至 １１ 日连续三天的庆贺活动。 １１ 月 ９
日的活动属于前期的“预热”阶段。 当天，新民会将全城各地乃至各街各户都装饰起来，并在各处

张贴标语。 此外，还有演戏、广播、答谢以及散发传单等活动。 １１ 月 １０ 日为正式举行庆典的时间，
三天庆贺活动中的核心内容也汇集在此日。 除摔跤、剑术两项外，包括“日华共同庆祝大会”“日华

两国国民在市内游行”以及“日华演艺大会”等几乎所有活动都是由中国与日本两个方面的人员共

同完成。 需要强调的是，参与这些庆典活动的中国人，不仅有伪组织的内部人员，也包括众多平民。
１１ 日的活动同样由中日两国的人员共同参加。②

以上，本节探究了不同的沦陷区在日本纪元庆典前后互有异同的庆贺活动。 显而易见的是，尽
管各沦陷区的参与程度不同，但都不得不立身于纪元庆典所营造出来的或有形或无形的“场”中。
或许，上海的中国民众并未直接参与到日本的庆贺活动中，但 １９４０ 年前后的上海对“日本纪元二千

六百年”并不陌生。 除上述在上海发行的大川周明著《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以及庆典两日的相关活

动外，报刊媒体中也时常可以看到相关的报道。③ 同时，日本国内的庆典活动也在上海的刊物中有

所宣传。④ 因此，日本的纪元庆典成了沦陷区必须面对并给出相当回应的政治事件。
另一方面，尽管同为日军的占领地，不同的沦陷区在纪元庆典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就本节所

呈现的几个案例来说，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有限地参与了纪元庆典的活动，但并未直接将纪

元庆典引入到平民生活的范围。 而作为伪省政府所在地，苏州和杭州则将纪元庆典扩大到平民生

活的环境之中。 在“行政级别”更低一级的无锡与运城，伪政府则直接地将平民纳入到纪元庆典之

中，运城的表现尤其突出。 诚然，这种现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其所表现的当时当地的日伪关系，
则为了解沦陷区的政治生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四、 伪政权与纪元庆典

１９４０ 年世界形势正在酝酿着重大的变局，沦陷区的政治生态也比此前更加复杂。 这一年不仅

是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的庆典之期，也是伪政权发生权力更迭的一个时间节点。 自 １９３８ 年底汪精

卫发表“艳电”以后，汪与日本方面的勾结便逐渐表面化。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汪及其追随者又从越南河

４４

①

②

③
④

《祝贺日本纪元佳节　 各界代表干杯交欢　 宣传队出发各乡宣传张贴标语传单　 中日两国共同建设新东亚》，《新锡日

报》，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第 ２ 版。
《庆祝皇纪二千六百年　 运城热烈庆祝三天　 全体官民联合总动员》，《山西通讯》第 ３３ 期，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第 ２０—２３ 页。

另参见「多彩な奉祝繪巻前線基地運城の奉祝」、『大阪朝日新聞』（北支版）、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第 ５ 版。
如许竹园《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之意义》，《上海民众》第 １ 卷第 １ 期，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第 ２４—２７ 页。
如《出席友邦纪元二千六百年盛典之华中青年代表团游（奈良）時留影》，《新女性》新年特大号，１９４１ 年 １ 月，第 ７ 页；《参

加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庆祝典礼》，《上海民众》第 １ 卷第 １ 期，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第 ６４ 页。 此类报道甚多，兹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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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来到日本占领之下的上海，开始筹划建立伪政权的工作。 此时，华北方面有王克敏、王揖唐等人

在北京组织的伪临时政府，江浙一带则有梁鸿志等人在南京组织的伪维新政府。 汪的到来意味着

南北两个伪政权均将发生改组，尤其是位于南京的伪维新政府，更将面临被完全取代的命运。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汪精卫组织的伪政府以“还都”的名义正式在南京建立。 从 １９４０ 年初到当

年 １１ 月日本纪元庆典之时，恰是南京的伪政权发生权力更迭的时期。 将前后两个伪政权对纪元庆

典的回应结合起来考察，或许会能够更好地将沦陷区的政治生态呈现出来。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 １ 日，伪
维新政府所办报纸《南京新报》的第 １ 版登满了各色人等的新年献词。 其中，时任日本首相的阿部

信行称，“皇纪二千六百年”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所有日本人都应为国家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奉

献，以报答圣恩。 虽然战争已历有年，但在当下的中国，“向兴亚大道迈进之中央政府”即将建立，
今后的发展道路必然更加顺畅、更加光明。① 当然，谁都知道，这些不过是阿部的官面文章，现实远

比想象复杂。 周佛海在元旦当天的日记中感叹道：“中国及世界局势未知呈何现象，殊令人无从臆

测。”此时，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正在南京全力筹建沦陷区范围内的“中央政府”，相应地，原来的“维
新政府”行将撤销，原有成员的人事安排则仍未确定。② 在此情形之下，伪维新政府的大小头目们

似乎无心关注日本的节庆，这从他们在纪元节中的表现便可见一斑。
２ 月 １１ 日，在南京的日本人如期迎来了他们的纪元节，驻南京的日本军、政以及侨民等也按照

固有的礼仪举行了相应的庆祝活动。 据《南京新报》当日的报道：

十一日午前九时，全居留民奉祝式在日本小学校，日本总领事馆亦同时举行。 十川宪兵司

令官以下奉祝式则在菊花台举行，同时培植松树五百株以留纪念。 同时，午前十时在五台山举

行南京神社营造奉告祭，正午十二时持旗游行。 所有小学校学生、在乡军人青年会、国防妇人

会、及一般居留民均可参加。 午后三时在国民大会堂开映电影，奏演军乐并演讲。③

该报道表明，南京的日本人———包括侨民、领事馆官员、军队及其他团体———都参与到了庆祝

活动之中，但不同身份的人却在不同的地方举行仪式：侨民举行仪式的日本小学校是比较一般的集

会场所，领事馆则是具有官方性质的场所，军队的仪式则在建有表忠碑的菊花台举行。④ 此外，五
台山还举行了“南京神社营造奉告祭”。 南京神社是战争时期在南京的日本人极其重要的精神家

园，也是举行各类活动的首选场所。⑤ 总之，为庆贺纪元节，占领者举行了众多的活动。 而在如此

之多的活动报道中，竟没有出现伪维新政府的踪影。 尽管目前还没有更直接的资料，但伪政权即将

更迭似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伪维新政府参与庆贺活动的积极性。 至于游行，南京与上海、苏州的情形

一样，都是日本人自己的事，并无中国人参加；放映电影、演奏军乐以及演讲同样如此。
３ 月 ３０ 日，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在南京建立了伪国民政府。 伪维新政府随之瓦解。 不过，南京

毕竟是日军的占领之地，而且还是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十年间国民政府的首都，地位极其特殊。 因此，占领

者不会轻易便将其拱手让予汪精卫等人。 在此情形下，日本占领者与汪伪政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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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首相阿部信一〔行〕发表元旦献辞》，《南京新报》，１９４０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１ 张第 １ 版。
蔡德金编著：《周佛海日记》，１９４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２１６、２１９ 页。
《南京日本居民今日行盛大奉祝式　 庆祝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节》，《南京新报》，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第 ２ 版。
关于菊花台，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日本出版的《南京の全眺》（出版信息不明）作了这样的介绍：“菊花台，雨花台西南方的丘陵，

建有柳川中将为纪念这场战争而亲笔题字的表忠碑。 雨花台、菊花台都是当时的激战地。”参见卢海鸣、钱长江编《老画册　 南京

旧影》，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４２ 页。
关于南京神社的情况，可参见谢任《神社与它的躯壳：对南京五台山日本神社的考察》，《学海》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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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合作”又互存芥蒂的关系，这种政治关系远比一般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或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

关系复杂得多。
与伪维新政府对纪元节的冷淡态度相比，汪伪政府对纪元庆典投入了较大的财力与精力。 例

如，前文提到的百人代表团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每人 １０００ 元计，１００ 人则至少需要 １０ 万元。①

在物资紧缺的战时，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不仅如此，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的《南京新报》与《中报》
还用了大幅的版面刊登了各“院、部、会”长官的感想文章。② 此外，上至汪精卫本人，下至并无名望

的一般人士都在报刊媒体中发表庆贺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的言论。 １１ 月 ３ 日，一个名为“金陵艺

文会”的组织在“中日文化协会”所在地举办了“日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会”。③ 关于“金陵艺文会”
现有信息甚少，“中日文化协会”则是汪伪与日本方面共同建立的文化组织，该组织以褚民谊为理

事长，傅式说为总干事，与日本方面往来颇多。④ 尽管“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会”的报道并未明确说

明参加者是哪些人，但提到了“招待中日名流”。 “中日文化协会”的级别甚高，想必这里的“名流”
也非一般之人。 这样看来，汪伪政府对庆典确实是高度重视并参与其中的。 然而，在 １１ 月 １０ 日中

方对南京纪元庆典的报道中，汪伪政府亦未出面：

十日为日本举行皇纪二千六百年庆典之日，上午十时十五分，日军总司令部西尾总司令官

主持庆祝典礼，亲自领导高唱日皇万岁向东方遥拜。 礼毕，举行露天聚餐。 同时，日本大使馆、
总领事馆等机关亦作同样庆祝。 全体在京日侨则齐集中山东路日本人小学校，向东遥拜表示

庆祝。 所有全市友邦军民人员，莫不兴高采烈。⑤

在当日的庆典中，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亲自主持仪式，此前苏州、杭州等沦陷区的庆典

皆是日伪两方人员共同参加，难道南京的伪政府真的缺席了吗？ 在日方资料的记录中，１１ 月 １０ 日

和 １１ 日还举行了书道展览大会，“中国方面要人及学生的特别参展作品博得了非常的好评”。⑥ 可

见，伪政权方面是以提供书法作品的形式出现的，其人员则并未到场。 上述中方报道的最后一句特

别强调“所有全市友邦军民人员，莫不兴高采烈”，这既表现了日本军民的兴奋情状，又暗示着本次

活动仅仅是对方的庆典，与己无涉。 换言之，汪伪政府似乎有意与日本纪元庆典保持距离：一方面，
它确实热情地发表了各种感想与议论，并派出庞大的代表团赴日本参与庆贺；另一方面，关于 １１ 月

１０ 日南京的正式庆典只发布了极其短小的报道，且汪伪方面集体缺席。 这究竟该如何解释呢？ 或

许，以汪伪方面的视角重新审视日本的纪元庆典会发现新的线索。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汪伪政府刚刚成立半年，谋求新建立的“中央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是他们的重

要目标。 而在此时，汪伪政府甚至还没有获得日本方面的正式“承认”。 直到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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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呈：为呈复关于参加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庆祝典礼一案遵于篠日分电各市长速办具报祈鉴核由》，《内政公报》
（汪伪）第 ６ 期，１９４０ 年 ９ 月，第 ３２—３３ 页。

参见《对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之感想文》，《南京新报》，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第 ２ 张第 ２ 版、第 ３ 版；《对于日本纪元二千六

百年之感想》，《中报》，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第 ２ 张第 ６ 版。
《金陵艺文会庆祝日本皇纪　 明日盛大举行》，《京报》，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第 ４ 版。
陈辽：《从“中日文化协会”透视沦陷区敌伪文化的本质》，《陈辽文存》第 １１ 卷，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７３—１８０ 页。 另参见罗君强《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黄美真编著：《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第 ４７ 页。
《京日军民庆祝开国纪念》，《京报》，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第 １ 版。
「第十二輯　 奉祝行事　 第六編　 其ノ他内外各地ニ於ケル行事　 第三章　 海外」、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Ａ１０１１００１９４００、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録·第 １３ 冊、３４４ 頁（国立公文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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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政府才与日本签订了所谓的《国交调整条约》，以出卖国家利益的代价，获得了日本的“承
认”。① 因此，纪元庆典前后的汪伪政府没有像运城那样，强行组织民众参与到日本的庆典中。 尽

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汪伪对日本的庆典避之唯恐不及———事实上也做不到。 纪元庆典是“友邦”
日本的盛大节庆，作为日本“友邦”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尽管仍未获得正式的承认）自然应当

致以问候，并派员道贺。 这不仅是“外交”礼仪的需要，也是在政治上、文化上强化双方关系的契

机。 于是，便有了百人代表团的出访，以及汪伪政府各主要部门的长官联合在庆典当日刊发的感想

文章。 如果说这一解释仍然只是推测的话，那么日本庆典的前后几日间，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南

京市“政府”围绕总理诞辰纪念而举行的一系列活动则从侧面提供了证明。
陈蕴茜指出，在孙中山的众多纪念日中，只有逝世日与诞辰日被定为法定节日，举办的规模

与形式与“双十”国庆相似。 其中，逝世纪念日强调庄严肃穆的沉重感，诞辰纪念日则更加突出

喜庆气氛。② 汪伪政府完全继承了此前关于总理诞辰纪念的形式规范，１１ 月 ９ 日，亦即日本纪

元庆典的前一日，南京市“政府”召集“首都警察厅、南京市党部、市商会暨各区公所、各中小学校

代表等三十余人”在大礼堂召开会议，商讨纪念总理诞辰的相关事宜。 会议决定：纪念日当天放

假一天，全市悬旗志庆；召开纪念大会，行礼如仪；开放中山陵半日，以便民众自由瞻谒；在“国立

中央大学”大礼堂举行歌咏比赛决赛。③ 南京之外，其他各地区也广泛组织了纪念活动。④ 可以

说，汪伪政府及地方各级伪政府对总理诞辰的重视程度与活动范围之广泛，要远远超过日本纪元

庆典。
此外，汪精卫还为总理诞辰发表了纪念文章。 文中，汪首先从 １９４０ 年是鸦片战争的百年纪念

说起，指出中国不仅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共产主义的威胁。 按照孙中山的遗嘱指示，中国要

实现独立自由，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斗争”。 汪认为，无民族

主义则不足以唤起民众，无大亚洲主义则不足以团结东亚各民族，因此他主张“联合”日本，共同

“努力”。 最后，汪着重强调，中国的独立自由与（日本所谓的）东亚之解放必须同时推进，在他看

来，“中国若不能得到独立自由，则无分担东亚之资格；东亚若不解放，则中国之独立自由不能得到

保障”。⑤ 在他的表述中，中国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独立自由。 当然，现实并非如此，这
样的想法不过是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实现。

以汪伪政府对总理诞辰的重视以及汪的表述作参考，再回看日本纪元庆典前后汪伪政府的回

应，此前的推论便可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汪伪政府之所以一面热烈祝贺日本的纪元庆典，一面又对

南京的相应庆贺活动保持距离，主要还是由其尴尬的身份决定的。 其不会像运城那样一味讨好作

为占领者的日本人，也不会像国统区或解放区那样漠不关心。⑥ 汪伪政府的所有回应，都要表明自

己作为日本的“友邦”，应该———也只能做到的地步。 在总理诞辰纪念日中，从活动安排到演说文

章，无一不在强调着汪伪政府与日本之间既“相互提携”又保持距离和警惕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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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２６—１３４ 页。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８１—３０２ 页。
《市府昨邀各界代表会商总理诞辰纪念办法　 决定是日在市政府举行纪念大会　 全体放假一日并开放陵园三小时》，《南

京新报》，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第 １ 张第 ３ 版。
《总理诞辰纪念　 各地纷筹庆祝》，《苏州新报》，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第 ４ 版。
汪精卫：《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孙先生诞辰纪念作》，《南京新报》，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第 １ 张第 １ 版。
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了日本的“建国纪念典礼”，但他关心的是“倭秩父宫托辞肺炎而未出席”庆祝典礼，参见《蒋介石日

记》（手稿），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星期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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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东亚视野下的纪元庆典

以上主要探讨了中国沦陷区参与日本纪元庆典的情形，可以发现不同地区参与庆典的程度存

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纪元庆典是日本国内及其势力所及的东亚各地区均须面对的重大事件，因
此要进一步明晰中国沦陷区独有的特征及其与其他地区的异同，就需要对日本国内、殖民地以及伪

满洲国的相关情形进行宏观把握，通过比较探究沦陷区参与纪元庆典的独特性所在。
根据古川隆久的研究，日本国内在 １９３０ 年便开始考虑纪元庆贺的问题。① 经过长期的商讨和

筹划，到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日本中央层面的纪元二千六百年祝典准备委员会确定要从六个方面开展庆

贺活动：（一）宫中祝典；（二）国家级神社的祭典；（三）与肇国创业有关之神社的临时祭典；（四）大
阅兵式、大阅舰式；（五）国民祝典；（六）“奉祝纪念事业”，即建筑、出版等纪念物。② 据统计，纪元

庆典前后所举行的“奉祝行事”，即仪式、集会等活动共 １３０００ 项，“奉祝事业”１５０００ 项，所用经费达

１􀆰 ６ 亿日元之多。③ 这些活动规模宏大，涉及面广，有的纯粹由政府操办，如宫中祝典、阅兵式、阅舰

式等，而更多的则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之下，由所谓的民间团体组织和落实。
从具体的操办情形看，按照上述中央层面的规划，日本国内的各个地方均举行了庆贺活动。 以

福冈县为例，在县级层面，先后举行了新年奉祝式、纪元节奉祝式及建国祭、后方奉公祈誓大会以及

纪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式等活动。 在市级层面，还有体操大会、展览会、游行、歌舞等活动。 町一级的

庆典同样丰富，除奉祝式、奉祝大会等外，还包括运动会、游行、相扑大会、武道大会、参拜神社等各

式活动。 此外，各公私团体还分别举行了庆贺活动。 如“大日本飞行协会福冈县支部”举行的建国

祭空中式典，大阪朝日新闻九州支社和日本观光联盟九州支部举行的圣火接力跑等。④ 日本政府

通过这些活动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民众，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难以置身事外。
日本国内举行的各种“奉祝行事”和“奉祝事业”也同样出现在其直接统治的台湾地区和朝鲜。

据日本官方记录，台湾的“奉祝行事”共 ３００ 项，有运动会、学校大会、展览会等形式；“奉祝事业”共
４６５ 项，包括植树造林、整备运动场、建造忠魂碑等活动。⑤ 需要强调的是，台湾地区和朝鲜参与纪

元庆典的表现与日本“内地”⑥存在一定的差异。 蔡锦堂对台湾举行“奉祝事业”的研究有值得注

意的见解。 他提出，许多学校以奉祝纪念的名义建造楠木正成和二宫尊德的铜像，楠木是日本历史

上忠于天皇的代表人物，二宫则是出身贫苦但通过努力终有所成的农政专家，学校为二者树立铜像

是要对学生进行“忠君爱国”和“勤劳奉仕”的精神教育。 与此相近的是，放置天皇、皇后肖像以及

教育敕语的“奉安殿”或“奉安库”也在奉祝纪念的名义下进入校园，使校园之内充斥着“忠君爱

国”的教育理念。 此外，建造、扩充、整备神社也是台湾地区奉祝事业的重点。⑦ 实际上，与日本国

内相比，台湾地区所进行的关于神社的“奉祝事业”并无特别之处，但在学校内的活动则确实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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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川隆久「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事業をめぐる政治過程」、『史学雑誌』第 １０３ 巻第 ９ 号、１９９４ 年、１５７５ 頁。
「紀元 ２６００ 年祝典準備事業等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１４２５５００、昭和 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永存書類甲輯　 第 ６ 類　 昭和 １１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録』別巻（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蔵）、ゆまに書房、２００２ 年、１８２—１８３ 頁。
「第十二輯　 奉祝行事　 第六編　 其ノ他内外各地ニ於ケル行事　 第一章　 内地」、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Ａ１０１１００１９２００、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録·第 １３ 冊、１５６—１６２ 頁（国立公文書館）。
蔡锦堂：《“纪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与台湾》，台北《师大台湾史学报》第 １ 期，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第 ７６—７７ 页。
当时日本官方编纂的『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録』就将台湾地区和朝鲜称为“外地”，将其与日本原有领土的“内地”分开

叙述（冲绳也被归为“内地”）
蔡锦堂：《“纪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与台湾》，台北《师大台湾史学报》第 １ 期，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第 ７７—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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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内略有不同。 日本国内的学校也是奉祝纪念的一个环节，但与其他机关团体相比并无明显的

优先地位。 而在台湾地区，由于“内外有别”，民众对日本的忠诚度与日本“内地”不同，因而需要借

助纪元庆典加强对民众的规训，而规训的重点自然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在校学生。 这种通过纪元庆

典加强对殖民地学校和学生规训的做法同样也出现在朝鲜。 例如，在京畿道的“奉祝行事”中，京
城师范学校在 １９４０ 年先后举行了四次奉祝活动，其学生、学生家长以及附属小学学生均被纳入到

活动之中。 在全罗南道，几乎所有的小学都举行了相应的奉祝活动。①

伪满洲国是日本承认的“独立国家”，但其参与庆典的情形与台湾地区和朝鲜几无二致，而与

沦陷区的差异则较为明显。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伪满洲国正式设立“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满洲帝国

庆祝委员会”。 该委员会以“国务总理”为委员长，其下有干事会和事务局，负责具体安排各项庆祝

事宜。 另外，“省、市、县、旗”等地方伪政府也设置了相应的委员会，从而全面将日本的纪元庆典纳

入到 １９４０ 年伪满境内的重大政治工作之中。② 至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底，伪满政府已确定了庆典的具体

安排。 其中，“庆祝行事”包括：在新京，即长春举行纪元节祝典、一德一心展览会和庆祝纪元体育

大会；赴日参加纪元节庆典、国民动员大会，另外还会参加 １１ 月在日本举行的庆祝式典、兴亚都市

大会以及兴亚神宫竞技大会。 “庆祝纪念事业”则包括向伪满皇帝献上五谷、向日本皇室献上物

产、普及国民舞乐、建设神武殿、日满青少年通信交流等。③ 除新京外，伪满各地也都在各地方委员

会的组织之下举行了庆祝活动。④ 例如，伪满黑河省筹备的“纪念事业”包括扩充黑河神社、编纂

“国境史”、设立纪念碑等。⑤ 伪满安东市，即丹东市在 １１ 月 １０ 日庆典当日举行了“二千六百年庆

祝兴亚国民动员安东市大会”，１０ 日凌晨 １ 时，伪组织要求义勇奉公队、青年队、国防妇人队、女子

学生队等 １５０００ 人集合，他们迎着深夜的寒风前行，然后与在乡军人队以及一般市民合流，召开市

民动员大会。⑥

从上述情形来看，伪满参与纪元庆典已经与台湾地区和朝鲜这些直接受日本统治的殖民地无

甚差异。 如果说还有不同的话，就是伪满洲国名义上的政治首脑不是日本天皇，而是伪满皇帝，因
此在举行活动时要先向伪满皇宫遥拜，再向日本皇居遥拜。⑦ 但也正是在 １９４０ 年的纪元庆典之

时，伪满皇帝溥仪在关东军的授意之下，为自己和伪满境内的中国民众“请”来了日本的天照大神，
并将其作为“建国之神”供奉在“建国神庙”之中。⑧ 天照大神出自日本神话，被奉为日本天皇和皇

室的始祖。 伪满洲国以天照大神为“建国之神”，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其从属和傀儡地位，使其不仅

在纪元庆典之时与日本同调，且在任何时候都要铭记建立伪满洲国的是日本，因而在任何时候都要

追随日本。
与日本国内、台湾地区、朝鲜以及伪满洲国相比，沦陷区内伪政权举行的庆祝活动几乎不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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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輯　 奉祝行事　 附説 　 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満洲帝国慶祝事業」、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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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０１１００１９５００、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録·第 １３ 冊、３８９—３９６ 頁（国立公文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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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市の慶祝興亞國民大會　 歷史的感激の大動員」、『大阪朝日新聞』（満洲版）、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第 ５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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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３２１—３２５ 页。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提。 即使是表现最积极的运城，伪政权也没有举办具备规模的“奉祝事业”，而仅是在庆典前后加

入当地日本人的“奉祝行事”之中。 笔者认为，沦陷区内的此类行为更多地是一种向占领者表示态

度的政治行为，是一种日伪之间的政治互动。 但是，沦陷区毕竟与日本国内及其殖民地不同，也与

伪满洲国存在巨大差异。 这里的纪元庆典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动员中国民众的目的。 在上海、南京

这样的城市，民众没有被强迫纳入到庆典之中。 可以说，纪元庆典在东亚引起的波澜是以日本国内

为中心，而后向台湾地区和朝鲜传导，其次是伪满洲国，最后是中国沦陷区。 愈往外，这一波澜的影

响力和渗透力愈弱。

六、 结语

在内外局势急剧变动的 １９４０ 年，纪元庆典不仅在日本国内起到动员国民和刺激经济的作用，
也在日本势力所及的地区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沦陷区亦不例外。 沦陷区内围绕纪元庆典发生的

一系列事件中，在文本表述层面，中国方面的表述则存在着细微而不可忽视的差异；在政治实践层

面，各沦陷区均被卷入到纪元庆典的活动之中，但不同地区表现出的差异性也同样明显。 这种差异

主要是由日伪之间的政治关系决定的，即占领者对伪政权的控制程度如何，伪政权对占领者的依存

程度如何。 若将沦陷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对纪元庆典的因应也有共性。 无论是有意与日本

保持距离的南京，还是进行“官民总动员”的运城，参与庆典的程度大多限制在政治任务与仪式的

层面。 在汪伪政府自称继承了国民政府法统的前提下，沦陷区的纪元庆典难以跨越政治礼仪的界

限，因而也未能充分发挥战争动员的作用。
与沦陷区不同，日本国内以及朝鲜、台湾地区、伪满洲国等地区动员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 在战争仍在持续、经济状况日益紧张的时期，这些活动一方面起到战争动员的作用，另一方面

也给社会经济带来了直接的影响。 而在沦陷区内，由于占领者的统治基础薄弱，不具备大规模举办

庆典的条件。 结果，在日本直接统治地区发挥战争动员与刺激经济作用的纪元庆典，在沦陷区便成

为展示日伪关系的政治表演。

〔作者谢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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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ｕｌｅｄ ｂｙ Ｊａｐａ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ｗ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ｐｌ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ｅ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ｉｌｌ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ａ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ｇａ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ｈｏｓｅ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ａｄ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Ａｒｅ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ａｄｒｅｓ ｉｎ Ｔａｉｎ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Ｙａｎｇ Ｋｕｉｓｏｎｇ （１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ｒｉｔ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ｎｔｏｎ， ｉｎ 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Ｆａｎｓｈｅｎ，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ｌ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ｇ， Ｌｕ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ｈａ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Ｈ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ｃｌａｓ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ｗｈｏ ｕｓ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ｎｏ ｌａｎｄ ｏｒ ｌｉｔｔｌｅ ｌａｎｄ． ”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ｗｈｏ
ｃｒａｗ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ａ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ｓ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ｏｆｔｅｎ ｅａｓｙ ｔｏ ｇｏ ａｓｔｒ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ｎｔ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ｓｋｅｄ： ｃｏｕｌｄ ｔｈｅｙ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ｕｐ， ａｎｄ ｇｅｔ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ｕａ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Ｉｆ ｔｈｅｙ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ｈ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ｆａｃ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ＰＣ ｔｈａ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Ｃａｓｈ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ｎ Ｘｉａｏｘｉａ （２８）……………………………

　 　 Ａｒｏｕｎｄ １９３７，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ｄｅ ｐｌａｎ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ｉｄ ａ ｌｏ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ｐａｒｔ， ｎｅｅ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ｒ．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ｓｈ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ｕｆｆｅｒ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ｉｒｍ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ｈｅｓ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ｙ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ｏ ａ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ａｓｈ， ｂｏ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ｗａｓ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ｓｈ ａｎｄ ｂｏ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ｏａｌ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ｗａ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２６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Ｘｉｅ Ｒｅｎ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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